梅圆圆：站在史前城址触摸历史真实
大雨没有让天气变得哪怕有一丝清凉，随之出现的夏日骄阳反而把工棚变成了“蒸笼”，尽管考古工作队已经把“上工”的时间变成了清晨5点半和下午3点，但依然无法逃脱酷暑的“掌控”。频繁搞“突然袭击”的强对流天气更是打乱了梅圆圆的工作节奏……
重启临淄桐林（田旺）遗址发掘工作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梅圆圆每天穿过玉米地和樱桃林，走进这片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发现的龙山遗址。半个多世纪以来，桐林遗址在每个时期的发掘对山东考古而言均意义非凡。今天，接力棒传递到第三代桐林考古队手上，梅圆圆希望能够在前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去探寻并还原海岱文明最多的真实模样。
时隔20年重启的遗址发掘
“早在1965年，就在这里采集到非常高等级的黑陶陶片，当时老师们就意识到，这里是一处非常重要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桐林（田旺）遗址的两座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标识碑，就立在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田旺村和桐林村之间的农田间。
“1982年，当时的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这里进行了一次试掘，清理一处大型灰坑，出土了成列式组合的大量陶器，目前省内体量最大的‘甗王’就出土于此。”对于1989年出生的梅圆圆来说，那段历史有些久远。“20世纪90年代，已故的张学海先生带领团队在这里进行了一次相对简单的勘探，发现这里存在龙山文化城址。到2000年左右，北京大学与山东联合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最终确定这里有面积分别为约15万平方米和30万平方米的大小两圈城址。以此为核心，还围绕分布有八片聚落，整个桐林遗址的面积达到了230万平方米。并且在城址的核心区域发现了高等级建筑区的线索。”
2022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决定重启桐林遗址的发掘工作。从那时起，梅圆圆就来到凤凰镇，勘探、发掘、分析、写工作日志……日复一日，这些田野工作梅圆圆再熟悉不过，她希望能够发掘出“能够阐释遗址价值，甚至整个龙山时期城址价值的信息，为整个海岱地区文明进程的探索，提供更多补充材料”。
被“大牛”震撼的年轻人
从1965年开始，桐林遗址的考古工作中，一直就有北京大学的身影。如今考古领域的聚落考古系统理论方法，就是在桐林遗址得到有效探索和实践，并形成了完整的技术规范和工作规程。
与重启桐林遗址发掘同步，北京大学山东临淄田野考古实习基地在2022年落成。对于梅圆圆和她的团队来说，实习基地的落成，不仅为她们提供了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更使她们有了与北京大学这样的国内一流考古研究机构共同工作和交流的平台。
“北京大学新石器组的老师们给我们带来的是理念上的冲击和震撼。”在梅圆圆看来，这种震撼来自两方面，第一种朴素的震撼，来自他们自始至终扎根考古工地，与学生们一起刮面、做边、画壁。“这些‘大牛’在田野中依然这样踏实，我们年轻人还浮躁什么呢！”另一种震撼来自北大团队对聚落考古田野理念的实践运用和新时期多学科视角下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思路。她直言在以往的田野工作中常沉陷于某个遗迹本身，对遗址的整体把控却往往力不从心。跟从老师学习的过程中，她真正意识到如何从堆积过程中去尽可能复原当时的人类行为，如何将各种遗迹现象联系起来去理解一处聚落的演变历程。此外，“多学科与田野考古如何更好地结合，是我们一直探索的，北大的几位老师让我们看到了最好的实践。”
对于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而言，实习基地建设的另一重意义是借助桐林遗址丰富的遗迹为山东培养更多优秀后备人才。2023年，省第八期田野考古技术培训班、省考古院勘探技术培训班先后在实习基地举办，一大批基层文物工作者和考古新人在这里得到了宝贵的学习机会。
“焦虑”的完美主义者
北京大学的“大牛”们带来宝贵经验和思路的同时，似乎还给梅圆圆带来了“焦虑”。“前辈老师们已经对很多问题有了系统的认识和思考，但他们依然在努力探寻。那些有天赋的人，还比你用功！我得怎么样？只有不停给自己‘打鸡血’。”梅圆圆笑言。
但在日常工作中，这个处女座的女孩似乎真的是一个让人“焦虑”的完美主义者。“在发掘现场，你感觉已经尽力了，好像该取（的样本）都取到了。但每进行一处发掘，想法就会比前面多一点，再反思之前的工作，就会有很多遗憾。”“反思”这个词经常被她挂在嘴边。
“每一处遗址不一样，每一个时间段也不一样。每处遗址的功能性质也不一样。每次发掘感觉都在接触一个新的领域，如果事先把预案做得好，留下的遗憾就会少一些。”在桐林，即便是最基本的土层画线，也要反复多次。队员画一遍，梅圆圆刮掉重新画，“有时候一片很小的区域，可能会反反复复很多遍，直到我们找到一种折衷的，在逻辑上看起来最合适的，也可能相对来说最接近真实的状态。”也正是这种略显“焦虑”的状态让她不断鞭策自己深入田野，触摸自己渴求的历史真实。
用心探寻海岱文明进程
历史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在梅圆圆看来，与文献等史料相比，考古资料更接近真实历史。
对于桐林遗址，梅圆圆有太多疑问想去解答：城址内部的空间布局是怎样的，是不是有高等级的建筑，是不是有大墓，是不是有相应的高端物质文化遗存？城址外围的聚落有怎样的联系，遗址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历程？此外，她还关注以桐林遗址为代表的龙山社会分化到了怎样的程度又是怎样体现的，在这些表征背后的龙山社会是怎样组织运转并且逐步演进的？就以厚度只有零点几毫米的精致黑陶的生产来说，当时是否已具备了专业化、标准化的生产分工，控制社会分工的上层体系是怎样设计的？精致陶器上的特殊符号又蕴含着什么信息？种种问题的解答都需要回归到考古情境中去寻找线索，桐林遗址或许就会成为解读龙山社会的一把钥匙。
“在鲁北地区，城子崖、丁公、桐林、边线王四座龙山城遗址，恰好位于济青高速公路一线，是当下山东最重要的经济走廊。这种态势是早在龙山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吗？这四座龙山城之间又是如何沟通，如何进行资源交换或分享的呢？”在不断的追问和探索中，梅圆圆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考古的魅力，“虽然很焦虑，但是我依然很自信，我们会越来越接近真实。”
如今，梅圆圆是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仅有的两名年轻女领队之一，“这要感谢孙波院长，他给我们年轻人提供很多机会，让你在田野上去摔打、去锻炼，到各种会议上去听取汇报，去很多的地方去参观、学习，去感受不同文化的面貌，感受不同的学术氛围。”
对于桐林考古的价值和意义，她觉得自己依然没有能力去评论，“我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环节，希望能够在这里做点事情。”未来能够像孙波院长一样，以聚落考古不断深入探寻海岱文明进程，就是她最大的心愿。


李罡：迈入旧石器的新时代
在亿万年的时间长河中，被深埋的历史会以怎样的方式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在跋山，为李罡架起时光之桥的，是一场洪水。2020年夏天，台风带来连续的大雨，临沂沂河水位陡涨。位于沂水县的跋山水库紧急泄洪，水量远超往年。洪水如猛兽出笼，肆意冲刷着沂河两岸的土地，溢洪闸下游300米处，一根在泥土中深埋了数万年的象牙，就这样被冲刷了出来。当地人拍摄的短视频在网上引起文物部门的关注，跋山遗址群考古发掘的序幕就此展开。
三年后，沂水跋山遗址群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一度扮演着山东旧石器考古“孤勇者”角色的李罡，与跋山遗址群一起，迎来了山东旧石器考古的转折点。
意外收获带来无限惊喜
跋山水库，作为山东省第三大水库，被誉为“沂蒙母亲湖”。跋山遗址就位于跋山水库南侧，与水库的直线距离不过三百余米。洪水冲刷出象牙化石的消息很快传递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我们迅速赶到沂水，对现场进行了勘查，确定这是一处很重要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当时，李罡并不知道这个遗址到底能发掘出什么。2021年4月，春暖花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沂水县文化和旅游局对跋山遗址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当时我们制定了两到三个月的发掘计划，想赶在汛期来临之前，把遗址清理完毕。”那时的他怎么都没想到，三个月变成了三年，而且还会延续，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出现的惊喜。
“它算得上是一座‘货真价实’的史前文化‘富矿’。”在今天的跋山遗址，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地层剖面，整体堆积近8米，考古队员把它们划分为14个文化层，保存下距今10万到5万年的古人类活动珍贵证据。“这里出土及采集的文化遗物4万余件，包括石器、骨器及少量竹、木质等有机物标本等。”最受关注的出土文物，自然是象牙化石及骨器。在距今10万年的文化层中，集中出土了8具古菱齿象下颌及部分骨牙角制品，其中一件古人类用古菱齿象门齿制作的象牙质铲形器被李罡称为“稀世珍宝”。在征求了国内诸多考古专家和前辈的意见之后，他确定这是一件人为制作的工具。“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时期最早、体量最大的象牙制品。其型体规整、使用痕迹明确，反映出古人类对工具原料选择多样化的意识倾向。”
这件象牙铲形器的具体用途到底是什么？“古人类可能用它挖掘植物的根茎，也或许是用来处理兽皮以制作衣物。”目前，李罡和伙伴们也在为彻底解决它的用途等问题开展着相关的工作。
实证驳斥“非洲起源说”
2024年3月，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成功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跋山遗址与跋山遗址群，一字之差，意义不同？
跋山遗址发掘工作持续进行的同时，李罡与他的团队开始在周边进行密集的田野调查，在包括沂源、沂水两县在内的区域内，陆续发现跨越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存80多处，其中尤以水泉峪遗址最具代表性。水泉峪遗址的发现也颇为意外，当地一农户在改造自家牛圈时，挖出了一件颇为精致的石器，他家的院子自此便成了考古发掘现场。“两处遗址相距只有十几公里，剖面都非常完整，一个是距今10万年到5万年，另一个是距今6.5万年到2万年。两处遗址共同组成了距今10万年到2万年的完整考古学文化序列。”李罡表示，这在整个华北地区也是比较少见的。而这一完整的序列，证实了在山东这片土地上，人类起源与发展的一惯性。
20世纪80年代，西方遗传学者提出了人类非洲起源说，在他们看来，距今6万年前非洲走出的古人类到达东亚，完全替代了当地土著人群。该假说认为东亚原始居民，没有能力应对距今7万年左右的末次冰期的严酷环境而灭绝。根据光释光测年得出的数据，在跋山遗址距今约7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3处呈“品”字形分布的火堆遗迹。考古人员在其中提取到一些被火烧过的动物骨骼、碳粒等。李罡分析，在同一文化层面上留下的这三处篝火遗址，即便有“巧合”之嫌，但更大可能，与处于“冰河时代”的先民，通过频繁的生火取暖，维护生存繁衍相关。更为重要的证据是李罡发现，跋山遗址群各年代古人类所用的器物打制技术一脉相承，“从距今10万到5万年，它是一个连续的、有序的状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一些发展、一些调整。这些调整我们认为是同一地区人类连续演化发展正常的发展状态”。“沂水跋山遗址群的发现和研究，初步构建起沂河上游区域距今10万到1万年的连续文化序列，直接否定了末次冰期寒冷期东亚古人类灭绝的推论。”
山东旧石器考古工作的转折点
跋山遗址群入选2023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让李罡和他的队员们兴奋不已，“对每个考古人来说，这都是最大的荣誉”。但更为重要的是，跋山遗址群出土了4万余件文物，“对山东旧石器时代考古而言，这是一次非常大的资源补充”。
山东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始于1965年5月，沂源县千人洞发现动物化石，后又发掘出土使用脉石英打制的石制品。次年新泰县“乌珠台人”智人牙齿化石被发现。此后又有沂源猿人头骨化石、凤凰岭遗址等引发关注的考古成果，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山东旧石器时代考古缺乏系统调查和发掘工作，经正规发掘的遗存屈指可数。跋山遗址会是山东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转折点吗？在李罡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象”往之地跋山遗址最底层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包括古菱齿象、犀牛、原始牛、普氏野马、野驴及鹿科、野猪等。古菱齿象生活在在距今20万至1万年的晚期更新世，成年古菱齿象体重可达10—14吨。其主要活动区域为华北、华东等地区。距今十万年左右，山东地区气候温润，正适合其生存。
2023年11月29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心在临沂市沂水县揭牌成立。“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心立足于沂河流域，以跋山遗址为基础，主要辐射到整个沂沭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表示，“下一步，随着我们沂沭河流域旧石器考古工作阶段性完成之后，还要扩展到整个山东地区。最终目的是建立我们整个山东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文化发展框架。”
十几年前，李罡还是一个人“孤军奋战”，在齐鲁大地上寻找旧石器时代的痕迹。而今，旧石器考古的队伍“已经有了十几人的规模，院（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里招收了很多专业出身的年轻人，还有很多考古技师，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像河南、河北、陕西、黑龙江……当然更离不开沂水本地文物工作者的支持”。来自辽宁的李罡，带着这群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为山东的旧石器考古工作，默默奋斗。


王泽冰：寻找北洋沉舰
2024年8月，山东博物馆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展览——甲午海战暨甲午沉舰水下考古展。这次展览展出的330余件（套）珍贵文物，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的最新成果。从舰船武器弹药到船员木制名牌，再到镀银铜勺等生活用品，展览让观众更真切直观地了解130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中日海战，了解中国近代史上最广为人知的那支海军舰队。
202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30周年，恰好也是甲午沉舰系列水下考古工作开展十周年，而在威海刘公岛海域开始的以定远、靖远、来远为主要对象的水下考古工作也已经进入第7个年头。对于全程参与并主持威海湾甲午沉舰项目的王泽冰来说，这十年是一步步走近甲午海战历史原貌的十年，更是山东水下考古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十年。
沉没的北洋水师
威海刘公岛，北洋水师的大本营，却也是悲情地。1894年，旗舰定远舰在威海卫沉没，也标志着整个北洋水师的落幕。在之后1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曾无数次用文学、影视等艺术形式，追忆这场关乎中国命运的战斗，追思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但定远及它麾下的战舰却一直静卧在海底，等待后人去发现、去唤醒。
“2017年，威海湾甲午沉舰水下考古项目正式启动。”那之前，在国家文物局的主导下，王泽冰一直在辽宁黄海北部海域，参与甲午沉舰的系列水下考古工作。“我们接受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的委托，对威海湾内沉没的甲午战舰的线索进行了系统梳理。通过物探团队的深水探摸，确定了十几处点位。”“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北洋水师的旗舰定远舰。”在王泽冰看来，那不仅是考古工作的需要，更是一种深埋在每个人心底的民族情怀。2018年，定远舰的位置被基本确定。2019年，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威海湾一号沉舰水下考古项目。“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弹药、舰船的通风圆管等文物。当然最重要的是定远舰的铁甲。”定远舰，全称应为定远级铁甲舰，厚重的防护铁甲是它最重要的标志之一。2020年9月17日，威海湾刘公岛昔日北洋海军基地东侧海面，在广州打捞局的协助下，经过10多个小时的清淤、穿缆、起吊等环节，王泽冰带领的水下考古团队成功将定远舰上一块重达18.7吨的铁甲起吊出水。
“铁甲长2.8米、宽2.6米、厚30多厘米。与历史文献记载误差不超过2厘米。”1894年定远舰沉没后，日军曾对其进行了切割、拆装并将大多数部件运回其本土。“之前我们国内一直没有定远舰的文物，这次出水的装甲板，应该是国内唯一的一块。”王泽冰表示，“我们不遗余力把它提取上来，就是想把它展示出来，让大家亲眼见证定远舰曾经的辉煌与宏伟。”定远舰铁甲与大量文物的出水，给了考古队更多的信心，很快，靖远、来远两舰相继被发现，并带给他们更多的惊喜。
水下的历史迷踪
受限于客观环境及技术等因素，水下考古往往面临更多的困难。“水下考古与陆地田野考古的理论方法是相通的，但在技术方法上有其独特性。”王泽冰表示，“水流、水深、能见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很大，首先在投入成本上就远高于陆地上的田野考古。”
但浑浊的海水、幽暗的海底环境和多变的海流都没能削弱考古队的热情。2021年，两箱完整的37毫米口径哈乞开斯炮弹被发现，其口径与北洋水师靖远舰所配火炮的口径一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发现了大量的电拉火，当时北洋水师只有靖远舰和经远舰配备了电激发的炮弹。配合依据日军资料图片等推断出的靖远舰沉没位置信息，虽然没有发现文字性的信息，但我们仍然可以断定那就是靖远舰。”
铭文对于文物“身份”判断的重要性不可替代，而这一在定远和靖远两舰发掘过程中留存的遗憾，终于在来远舰身上得到弥补。“在来远舰上，有一位一等水手叫张长发，一位三等水手叫于盛元。”水下发掘出的两块刻有舰名、水手等级和姓名的名牌，让王泽冰可以极其准确地说出上述信息。开展威海湾水下考古调查项目前期，考古人员对湾内各沉舰保存现状进行初步评估时，一度认为翻沉的来远舰战后遭日本“扶正”拆解，沉没区域很可能无任何船体、遗物残留。但考古人员对各沉舰沉没海域进行海洋磁法物探扫测时，竟在来远舰沉没区域发现明显磁异常。最终，他们收获了名牌这种最确凿的证据。来远舰也是王泽冰与水下考古队在威海湾寻找的最后一艘甲午海战主力舰，“唯一的遗憾是，我们还不知道当时外出求援的鱼雷艇沉没在了哪里。”王泽冰表示，来远舰也成为十年甲午沉舰水下考古调查项目的收官之作。
飞跃的水下考古
与陆地田野考古相比，中国水下考古的起步要晚得多。20世纪80年代，中国水下考古工作正式起步。2009年，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也是在那一年，国家文物局举办“全国第五期水下考古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王泽冰成为22名学员中的一员，他也是山东第二批参加水下考古培训的技术人员。
从广东到福建，从海南到天津再到辽宁，在国家文物局的统筹下，王泽冰先后参加海上丝绸之路、甲午沉舰黄海北部区域等水下考古工作。2015年，山东在国内率先成立省级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王泽冰成为负责业务的副主任。2017年，他终于可以在家乡开启甲午沉舰的水下考古工作。“现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参加过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专业技术培训的工作人员已经有8人。”王泽冰表示，山东水下考古的力量在不断壮大。
随着威海湾甲午沉舰项目告一段落，“下一步我们将对已发现的遗产点划定保护区。”2022年1月，山东首次公布水下文物保护区，“威海湾一号沉舰遗址”在列，山东也继广东之后成为全国第二个公布水下文物保护区的省份。“大量的物件还在海底，水文环境对文物的影响需要我们长期关注。未来如何进行水下环境的检测，文物保护范围的标识如何符合海洋、海事部门的规定都需要我们去摸索。”王泽冰表示，“水下考古工作的核心是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原址保护是首要的!未来我们还会将原址展示提上日程。”在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有一处面积约130平方米的展厅，这里有水下考古所用的先进设备——多波束测深仪、旁侧声呐仪、海洋磁力仪、水下机器人、水下照相机,以及专业穿戴等水下考古设备、装备等等。“潜水是水下考古工作人员最基本的技能”，而借助这些新的科技设备和工具，王泽冰与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也将在中国水下考古领域书写新的时代故事。
